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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探讨围观政治在中国的缘起、演化以及在互联网时代呈现的特点及其政治影响,并提出

以“媒介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来考察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本文认为互联网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

成为一种公共的介入性工具,
 

不同的政治参与者利用网络作为中介进行对抗、对话、协商和互适。网络围观

和网络事件,为考察这种网络化的多元利益博弈及其政治影响提供了具体的、生动的、语境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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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观”,
 

顾名思义,就是
 

“很多人围着观看”。
 

从这个最基本的含义来讲,围观是人类好奇

心和观看欲驱使的一种本能的群体行为
 

(Crowd
 

Behavior),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之中。然

而,“围观”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来指称网民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关注、评论,并形成有影响力的网络民

意,则是中国互联网时代公民行动的常态和最突出特点。本文探讨围观政治在中国的缘起、演化,
以及在互联网时代呈现的特点及其政治影响,并提出以“媒介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来考察互联网

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

一、围观政治:一种历史的视角

  文学巨匠鲁迅在他191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药》中,第一次生动的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围观现

象。茶馆主人老栓夫妇,听信迷信,到刑场买沾了革命者夏瑜(人物原型秋瑾)鲜血的馒头给身患痨

 



病的儿子小栓治病。小说中有一段对刑场围观群众的精彩描述:
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

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

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

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1]

鲁迅深刻批判了中国民众的“看客文化”和国民普遍愚昧、麻木、保守、冷漠、自私的劣根性。同

时,他也指出革命者夏瑜投身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无法调动群众的积

极性,所以导致革命的最终失败。
鲁迅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群众动员的期望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和新中

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得以实现。共产党在20世纪30-7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巧妙地利

用中国民众的围观心态,制造“围观事件”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鲁迅小说中描绘的

那些被动、麻木的围观看客,被策略性的组织并动员起来,变成具有革命热情和斗志的革命群众。
比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

评”等策略被广泛的运用来调动广大群众的情感力量,来实现各种运动的政治目的。[2]这些情感动

员策略,被有意使用在各种“展示-羞耻”
 

(Show
 

and
 

Shame)
 

的围观情景中,来激发围观群众对共

产党选定的政治敌人的愤怒,并提升广大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情感认同。文革中的批

判大会、游街是最典型的通过围观来动员群众参与热情的例子。普通群众在广场和街道围观红卫

兵审判走资派,高呼革命口号,控诉走资派罪行,制造了一个个围观场景和事件。通过“展示-羞

耻”仪式制造群众围观,成为共产党在各种运动中宣传、情感动员、惩治敌对力量的有效手段。这种

手段在后革命时期,仍然被广泛使用来展示共产党权威的政治领导力量。
文革过后,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展示-羞

耻”仪式制造群众围观,被用来惩治危害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破坏力量。
 

在80年代初期的严打斗争

中,公开审判、犯罪分子游街也制造了大量的群众围观。与文革中狂热的围观群众不同,严打中的

围观群众大多是学校、工厂、街道组织起来的、较为理性的民众,来配合政府完成“展示-羞耻”仪
式。政府通过“展示-羞耻”仪式来展现威慑力,同时警告围观民众做守法公民。如福柯所言:“展
示对少数人的惩罚是集权规训多数人的手段”,[3]这种手段在21世纪依然偶有使用。2009年深圳

警方在福田及上沙村举行公审大会,将100名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押到街上示众,并通过电

视进行直播,来展示当地政府扫黄打非的成果。[4]

二、网络围观:数字监督及其治理

  综上所述,通过“展示-羞耻”来制造围观是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展示-羞耻”仪式被广大群众反转和改造,通过制造网络围观事件,给政

府施加舆论压力、设置议题,以推进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与之前的线下围观不同,网络围观中被

围观对象不再经由官方选择,而是由广大网民来选择,很多被围观对象还是涉嫌渎职和腐败的政府

部门或公务人员。互联网的连接性、互动性和匿名性,使围观参与者不需要同时在某一特定场所聚

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界限也变得非常模糊,大大降低了参与围观的成本。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

下,公民公开结社、集会受限,通过信访等正式的官方渠道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作用有限,特别是传

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很多情况下无法得以发挥,网络围观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低成本并实用

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这种公民集体行动由网民的“微行动”构成,如发帖、转贴、评论、点赞、分
享。这些网络化的微行动可以很快使某围观议题进入公众视野,形成网络民意,成为一种另类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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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权力和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途径。在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网络围观是一种

“最低程度的公共参与形式”,[5]也是社会底层在有限条件下创造的一种另类公民发声、动员、参与

和监督的形式。因此,网络围观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监督”
 

(Digital
 

Vigilantism)。这种监督

形式并非中国独有,但在中国社会发生的频率和影响力较其它国家相比要高很多。这种数字监督

形式,无论中外,都利用数字媒体创造的“可见性”
 

(visibility),
 

并使之“武器化”
 

(Weaponization
 

of
 

Visibility)来实现公民自下而上的监督。[6]

从已发生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抗争性网络事件来看,网络围观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首

先是矛盾叙事阶段,这种叙事通常由受害人、公民记者或职业记者,以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

完成,并发布上网。故事标题及内容经常使用较为煽情的语言,着力突出矛盾冲突,如官民矛盾、贫
富矛盾和阶层矛盾,来吸引网民的关注。比如2009年的杭州飙车事件,网络论坛中关于此事的帖

子多以“富二代飙车撞死浙大寒门学子”为标题,突出了当前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滑坡、资本和权力

影响执法公正等社会矛盾。网络围观的第二个阶段是情感动员。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有权者的愤怒

和谴责,通过转发和评论在网络空间发酵,形成强大的“为受害者讨回公道”的网络舆论。最后一个

阶段是网络舆论的议题上达。强大的网络民意通常会引发主流媒体的关注、调查,引起政府相关部

门的重视、回应并解决事件。这三个阶段是网络围观可以演变成网络事件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然而,网络围观能否最终成为网络事件也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围观议题的敏感度、围观的时机

和规模等。
网络围观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更新,从最初的BBS论坛,如天涯、西祠胡

同、强国论坛,到人肉搜索引擎,如猫扑,再到博客、微博和微信,都是网民围观、生成舆论、制造网络

事件的重要平台。特别是2009年出现的新浪微博,融合了论坛、博客、即时聊天、视频分享等多种

功能,成为迄今为止不可替代的重要围观平台。如传播学者Jonathan
 

Sullivan所言,微博以其技术

优势、庞大的用户群,迅速成为网民公开表达意见的平台,对政府的信息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7]24

微博使围观变的简单化、日常化。很多有影响力的网络事件,都源自网民的微博围观,如温州动车

事件、乌坎事件和郭美美事件等。然而,2013年以来,微博的围观功能在逐渐减退,也导致了近年

来抗争性网络事件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政治因素。2013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收紧,国家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不断强化。

政府把互联网看做新的舆论阵地和思想工作平台,并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法规和策略加以治

理。2013年下半年,公安部统一部署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打击对象包括网络谣言者、
网络传销者、网络勒索敲诈者和网络卖淫者等。新浪微博作为网络事件发生的重要平台,成为此次

治理的主要对象,特别是针对微博谣言者和大V的整顿。2013年8月23日,拥有1千200万粉丝

的微博大V薛蛮子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淫乱罪行政拘留。他在微博上对政府和社会的批评言

论,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被认为是他受到打击的主要原因。[8]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检察院公布了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可构成诽谤罪。[9]这些整治措施产生

的“寒蝉效应”
 

(Chilling
 

Effect),
 

直接影响了网民通过微博曝光、围观和评论网络事件的积极性。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领导小组成立
 

(简称中央网信办),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

担任组长。这体现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控制的“集中化”趋势,并形成了一种由高层领导负责,类似

宣传部系统的互联网治理组织模式。[10]2017年8月25日,国家网信办公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

管理条例》,要求从2017年10月1日起发表跟帖评论的网民必须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

则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要求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建立先审后发制度、提高审核编辑人员专业

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展开监督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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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11]跟帖评论是网络围观过程中网民情感动员的最重要环节,也是形成网络民意的必要条件。
对跟帖评论的管理将进一步弱化网络围观的参与度和扩散效应。同时,电视这种中央化的传统媒

体,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政府用来展现“展示-羞耻”仪式,制造与网络围观相对的、高度集中化的围

观场域。2014年以来,数名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向全国人民忏悔认

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2]

另一方面,习近平大力推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群众路线”。互联网成为了实践“群众路线”的
重要平台。“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趋势新要求。如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

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

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3]

微博上的政府官微从2012年底的60064个激增到2015年底的152390个,[14]这些政府官微

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15]但在突发事件中,显示出很强的议程设置和边缘化

非官方信息的功能,[16]政府官方微博的扩张和活跃,也弱化了微博信息的多样性和吸引力,成为微

博用户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微信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也造成了部分微博用户向微信平台迁移。和开放的微博平台

相比,微信属于半封闭型结构,以熟人间的人际传播和小群体传播为主,因此用户活跃度相对较高。
但是,微信的半封闭性,使它不具备微博的“公共论坛”

 

(Public
 

Forum)属性。对某一热点话题的

转发和评论,可见度仅限于朋友圈好友,无法与微博的高可见度、大规模的互动传播相比,因此很难

产生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更无法代替微博的网络围观功能。虽然微博在近两年通过开发短视频

和直播等功能,提高用户体验,使用户数量有了一定回升。[17]但是娱乐功能的强化,进一步弱化了

微博“公共论坛”的属性。加之前面提到政府对微博的监管力度的加强,使微博很难回到昔日活跃

的、促进公共讨论的状态。
以上原因,加之中央和地方舆情分析监测产业的快速发展,[18]使得具有抗争性的网络围观越

来越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网络事件。相反,以爱国主义情绪为核心,具有“正能量”的网络围观频繁

地出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共识性”(Consensus)网络事件,[19]例如2016年初的“帝吧出征”事
件。[20]由此可见,网络围观作为一种情感动员模式,受到平台、政策法规、政治环境等一些列因素的

制约。这种以社交媒体为依托的情感动员,不但可以被抑制,弱化其对抗性,还可能被反用,制造出

共识性的“网络围观”政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共产党以制造、利用“围观”进行群众动员的治理模

式,具有延续性和创造性。

三、“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对抗、对话、协商和互适

  
 

网络 围 观 的 兴 起、发 展、衰 落 及 其 治 理,展 现 了 互 联 网 时 代 中 国 政 治 传 播“媒 介 化”
(Mediation)的特征。英国传媒社会学者

 

Roger
 

Silverstone
 

认为媒介化“根本上是一个辩证的过

程。(分析这个过程)要求我们把传播的过程看做由制度和技术驱动,同时又嵌入制度和技术环境

之中的过程”。[21]189 这种辨证的关系需要我们“理解传播的过程是如何改变它所身处的社会和文

化环境,并改变传播的参与者
 

(个人或组织)在适应这种环境并彼此调试的过程中的关系”。[21]189

这种媒介化的视角,对分析传播技术、传播活动、传播环境和传播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

十分有益,也为研究政治传播提供了新的维度。
以“媒介化”为视角研究政治传播,需要我们一方面把媒介看做是相对独立的具有自身传播规

律、逻辑和政治功能的中介,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的政治参与者是如何适应、利用媒介来服务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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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需要,并以媒介为中介进行对抗、对话、协商和互相调适。这种媒介化的政治传播,不仅可以重

塑政治传播活动、改变政治传播观念(文化)、也对媒介本身在技术和治理层面具有一定的影响。这

种“媒介化”的特点,更具体的说是“网络化”
 

(Internetization),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和政治

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越来越普遍地被“非国家”(Non-state)
 

组织和个人

当做“扬声器”,表达异见、组织线上/下的集体行动,寻求社会公平和公正。与此同时,政府和国家

也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和网络问政,把互联网当做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和创新治理模式的手

段。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的介入性工具,
 

不同的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政治需求对其加以

利用。这也使得“网络围观”本身成为一种竞争性的
 

(Contested)政治传播现象。互联网将带来更

民主还是更具适应性的威权中国仍然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能够得到答案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互联网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犬
儒主义等多元思想博弈的竞技场。网络围观和网络事件,为考察这种多元博弈及其政治影响提供

了具体的、生动的、语境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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